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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的热潮［30］。 

高岛菊次郎的中国书画收藏、整理与研究活动是在

上述时代背景下完成的，根据高岛菊次郎收藏笔记的编号

记载，他的书画收藏数量在顶峰时总数有500余件。日本

著名书法家西川宁（1902—1989）在高岛将藏品寄赠给

东京国立博物馆之后，立刻写信给高岛激动地说道（图

7）：“博物馆的明清书画收藏极其稀少，此后势必会

名声大噪……不得不说此次的捐赠壮举具有国家性的意

义。”［31］值得一提的是，高岛的“槐安居”收藏还引起

了我国著名画家张大千（1899—1983）的关注，1959年

张大千访日之际曾与高岛有过会面和交流（图8）。高岛

的中国书画收藏作为近代日本中国书画收藏中的一个典

型个案，为日本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材料。

回顾高岛菊次郎整个的收藏活动，我们可以总结出

以下三个特点。首先，阿部房次郎、上野理一等日本关

西收藏家的收藏活动基本是在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罗

振玉等学术顾问的指导下进行的［32］，而高岛作为日本关

东的收藏家代表，与关西收藏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书

画收藏活动几乎都是由自己甄别完成。“槐安居”的高

质量收藏不仅反映了高岛深厚的书画和汉学素养，还凸

显了他对中国书画独特的审美和鉴赏品味，高岛对这批

书画的价值认同，诠释了近代日本的中国书画鉴赏品味

从“煎茶趣味”转向“新舶载”的收藏案例。其次，高

岛的中国书画收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的学术交流和

知识传播，进一步推进了美术史学科的发展，这种跨文

化的艺术交流和学术研究的相互促进，体现了艺术和学

术在不同文化间桥接的独特价值，可以深入挖掘中华文

明在域外赓续传承的基因密码。再次，高岛菊次郎收藏

的中国书画，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日本博物馆的馆藏，还

拓宽了日本人对中国书画笔墨精神和文人意涵的理解，

提升了日本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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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的互动》，《美术学报》2020年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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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媒介文化已经出现“图像转向”，并迎来了

“后印刷时代”，因此媒介的图文关系至关重要。宋代是

中国书籍发展史上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本研究运用文本

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和图像分析法从视觉逻辑、功能逻辑、

价值逻辑回溯宋代书籍图文关系。两宋书籍图文关系所表

征的认知方式和视觉体验，反映了中国古人从眼观（视觉

逻辑）到理观（功能逻辑）到心观（价值逻辑）的认知过

程，是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和中国书籍图像观念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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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无论是平面媒体设计中，还是以手机阅读为

代表的电子媒体设计中，图文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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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从左至右：杉村勇造、张大千、
高岛菊次郎，图版采自槐安居
春 秋 刊 行 会 编：《 槐 安 居 春
秋》，求龙堂 1970 年版

图 7. �西川宁致高岛菊次郎书札（部
分） 图版采自槐安居春秋刊行
会编：《槐安居春秋》，求龙堂
197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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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2018，第216—234页。

［9］ ��田建平按照书籍类型将插图分为：1.经

史书籍插图；2.佛经插图；3.科技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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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礼仪类书籍插图；6.教育类书籍

插图；7.医学类书籍插图；8.文体类书

籍插图；9.图经图志类书籍插图；10.版

画；11.其他书籍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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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价值》，《中国出版》2018年第15

期，第6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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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图承担着各自的功能，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呼应，互

为补充。特别是当代媒介已经出现“图像转向”，并迎来

了“后印刷时代”［1］，图文关系就更值得探讨。图文关

系蕴含着视觉经验、审美体验和认知方式，反映着我们观

看事物的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变化。正如约翰·伯格所说：

“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识与信仰的影响。”［2］从

柏拉图“图胜于文”的“模仿理论”［3］，到索绪尔和罗

兰·巴特“图文独立”的“差异原则”，再到德里达“解

构主义”强调的文本“开放性”和“无终止性”，西方许

多学者都对图文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4］。德国符号学者诺

斯从符号学角度出发，根据巴特等人的研究，将图像与文

字的关系总结为五种类型，分别是图解关系（Illustration）、

图 像 示 范 关 系（Pictorial exemplification）、 标 记 关 系

（Labeling）、相互决定关系（Mutual determination）和矛

盾关系（Contradiction）［5］。

在中国，对图文关系的论述同样源远流长，反映了

中国文化的认知方式。前人关于宋代书籍插图的研究已

经有不少成果，《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插图本》［6］一书

谈到郑振铎曾最早开始研究中国版画艺术，其中很大一

部分资料是来自传统书籍，也涉及宋代书籍的插图。因

为明代是木刻版画的发展繁荣期，涌现了大量精美的带

插图书籍，所以前人的研究给予明代插图本更多关注。

吴光清的《宋代印本插图》［7］从佛像、山水、宋代生

活、人物、科学、考古、娱乐7个类别加以介绍。相关研

究还有宋版书版式研究，田建平指出宋代雕版书籍确立

了书籍史上最早的平装典范，包括简单经典的设计理念、

朴实直观的基本形制、规范丰富的版面语言、精美细腻

的书籍插图、神韵至上的美学特征，并附有宋代部分书

籍插图以及版画一览表［8］，同时他将书籍插图按照书籍

种类分成11类［9］。万剑、漆小平［10］谈到宋代书籍出版

范式及美学价值，指出宋代书籍具有结构实用化、开本

地域化、版面纯粹化、插图象征化的特点。黄夏［11］研究

关于宋代书籍木刻插图的价值。杜羽将宋版书插图划分

为佛像图、经书图、科技医药图、故事图、地图和其他

插图，并归纳出宋版书插图从宗教走向世俗、从中央走

向地方、从实用走向装饰的三种趋势［12］。Yuejiao Zhang

分析了北宋两部医学著作的视觉修辞，呈现了北宋时代

的审美特征和实用主义倾向［13］。上述研究从印刷史、出

版史、版画史的角度概括整理了宋代书籍插图的类别、

趋势以及作用等，但是从图文关系以及其背后的认知方

式入手的研究还有待挖掘。

本文回溯中国书籍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两宋，

当时的雕版印刷书籍开始出现各种类型插图，并形成了

丰富的图文关系。两宋书籍的外在特征，包括天头、地

尾、竖排、鱼尾、板框、字体等奠定了中国古代书籍形

式的基础；其内在特征，如对比、平衡、秩序、参合并

观等反映了中国古人的文化秩序观。两宋书籍插图开启

了中国书籍文象推合的图文关系传统。不同于前人从出

版学、历史学、版画角度探讨书籍插图的研究，本研究

尝试从图文关系入手，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图像分析

法，从视觉结构、功能逻辑、价值逻辑三方面探讨宋代

书籍的图文关系，并探讨其背后中国书籍的视觉经验、

审美体验和认知方式。

一、源远流长的中国书籍图文传统

今天人们把图、书并称，源于自古以来中国书籍中

包含图像的传统。有学者认为，“图书”一词最早连用

的确切文献出现在西汉初期，如《史记》等汉代文献中

有图书的说法［14］。从唐代开始，就有“左图右史”的说

法，《新唐书·杨绾传》：“性沈靖，独处一室，左右

图史，凝尘满席，澹如也。”［15］考古发现，帛书中已有

图画，如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在纸本手写佛

经中，同样可以看到不少插图，甚至有彩绘版本。甚至

雕版印刷书籍，现存的唐代佛经、历书也有发现插图版

本。如唐代的《金刚经》［16］就有卷首扉画，栩栩如生，

刻印精美。

宋代已经有专门收录图像资料的工具书，即图录或

图谱，如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的《考古图》，著

录当时宫廷和私人所藏古代铜、玉器，开创了古器物著

录的体例。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就提到了“图

谱”一略，说明图的作用，“图，经也，书，纬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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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

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

见图不见书，见其人而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

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

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

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17］

当代学者胡道静认为，类书有图者，似源于宋代唐

仲友的《帝王经世图谱》，而“图谱”类书，则源于南

宋陈元靓《事林广记》，这是一本日用百科全书型的民

间类书［18］。《事林广记》中已有谱表、地图、插图，

如“律度量衡图”“耕获图”“蚕织图”“河图”“洛

书”“天子武学图”“车制图”等，对古代器物形制、

古人生活状况多有展示，只是绘刻不精。两宋书坊刻书

会将“纂图”标记于书名之上，说明图已是吸引读者的

重要手段之一。

至明代，书籍版画插图大量涌现，藏书家陈继儒在

《三才图会》一书的序中曾经阐述图对于书的重要性，

“左有图右有书，图者书之精神也，自龟龙见而河洛兴，

而仓颉造书史皇制画，图与书相辅而行”。［19］

尽管囿于雕版印刷技术所限，中国传统书籍中文字

的比重大大超过图，但是中国古人并没有忽视图的重要

性，而是强调左图右史、一经一纬，其中包含着中国人

认识世界的统一、对立和互化的整体认知方式。

二、两宋书籍的图文关系特征

作为文化内容的载体，书籍在宋代大量印制，比之

前代，书籍对宋代政权意识形态的传达与维护、对于知

识的流通，以及对于知识阶层的身份确认都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宋代书籍的内容更广泛（从佛经到经、史、子、

集、医学、算术、文选、类书等），流通范围也更广，

书籍阅读的受众也更多元（从宫廷到民间），其设计形

式也相应有了更多的变化（版面、编辑方式以及装帧方

式）。书籍插图的使用范围从宗教插图逐渐转入经世致

用书籍，成为书籍的重要版面元素，而且形成了多种文

字插图的组合方式，一方面给读者传达清晰、形象的概

［20］ ��李茂增：《宋元明清的版画艺术》，

大象出版社，2000，第17—18页。李

铸晋、罗岳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

化研究所学报》1973年第六卷第1期中

的《中国十世纪所刻御制秘藏诠之木

刻山水画》对这几幅图也有详尽介绍。

念，补充文字之不足，一方面也让版面更具有吸引力。

（一）图文关系的视觉结构

从扉页图、内封画到单面、双面，以及连续插图，

从上图下文到上文下图，到文中嵌图，宋版书中的插图

形式开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插图的版式、构图、表

现手法、文图关系上都对后世书籍有开创性启发。特别

是上图下文的版式长期成为我国古代插图本书籍的主流

版式，体现着古人参合并观的认知理念。

1. 扉页图

从唐代开始，佛经中就有扉页图，及至宋代，如太

宗、真宗时期的《金光明经》四卷、《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一卷、《佛说观世音经》一卷，卷首都有扉页图，或

称扉画。作为正文前的插图，扉页图对于书籍正文而言，

具有提纲挈领，以图传意的功能。特别是在佛教典籍中，

扉页图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以变相图的形式，将佛教典籍

和经典中所讲述的譬喻、故事转变为视觉上的造型，给予

读者更直观的印象。图是文的意义再现与提炼。

以南宋刻本《妙法莲华经》（见图1）为例，该书大

约刻于11世纪中叶，现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其扉页

图连续占据7页，细致描摹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事迹，

如灵山妙会、三车出宅、不轻菩萨、分身诸佛、聚沙成

塔、千佛授手等佛典故事，画面具有连续性，虽人物众

多，主题纷繁，但人物上方或旁边还有方框标明故事主

题，整个画面非常有条理。

后世书籍收藏家有专门为某一本书配扉画的传统，

直到今天书籍正文前加扉页图，以呈现视觉吸引力，也

是书籍设计重要的表现方式。

2. 多幅插图

除了正文前的扉页图，也有在内文中加入多幅插图

的。如《开宝藏》中的《御制秘藏诠》（卷十三，图2）

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美术馆，该书有四幅版画山水图插

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版画［20］。这四幅画在艺术史

和版画史上都有重要意义。该山水版画有北宋大观二年

（公元1108年）的施经木记，可能是重印《御制秘藏诠》

时补入的。不同于一般佛经的说法图，这四幅佛画以山

水画为主要场景，以隐居山林的僧众活动为点缀，或送

图 1. ��《妙法莲华经》，南宋（约 11
世纪中叶），现藏于美国国会
图书馆，图片来源：世界数字
图书馆

图 2. �《御制秘藏诠》（卷第十三·含
木刻山水版画四幅），北宋大
观二年印本，现藏于哈佛大学
美术馆

［17］ �郑樵：《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

中华书局，1995，第1825页。

［18］ �胡道静：《中国古代典籍十讲》，复旦

大学出版社，2004，第166—167页。

［19］ �陈继儒：《三才图会序》，载王圻、

王思义《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8，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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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天竺灵签》插图，南宋嘉定
年间

行、或对话、或修行，主体画面山峦水波，烟云波澜，

线条流畅，画面清晰，意境深远。画中人物与风景融为

一体，可谓北宋画家郭熙所说的“身即山川而取之”。从

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趋势：一是两宋山水画的绘画风格对

书籍版画的影响，观画与观书的相通之处；二是两宋雕版

印刷技术的成熟，当时的技术已经可以雕刻如此繁复而具

有意境的画面；三是这几幅画反映了当时僧人的宗教活

动，走出寺院，融入自然山川中，和当时的社会心理相应

和。书籍图文关系已经向着图画补充文字内容，以呈现

当时社会文化的方向变化。此外如北宋崇宁年间（公元

1102—1106年）刻印的《陀罗尼经》，卷中的连续插图，

也开创了随书籍内容连插形式的先河［21］。

又如嘉祐八年（1063年），建安余氏靖安勤有堂刊刻

的《列女传》一共8篇123节，共有123幅图，上图下文，各

占一半，图双面相连，文字则各居半叶，形式上强调统一、

有序和美观。所刻插图采用了凹版阴刻的技术，黑白对比，

画面非常鲜明，屏风、几案、树石等保留墨版，以简单线

条勾出纹饰，被誉为小说插图之冠（吴兴刘氏《嘉业堂善

本书影》收录宋刊本书影两页）。这里的图带有更多的叙

事性特征，通过具体的人物、场景、故事来呈现文字所表

达的内容，同时图中还注明了人名，让文字表达的内容更

加形象化，也更加通俗易懂。这些图不仅是文的意义再现，

而且以具象化的方式将内容与现实世界连接，建构了面向

当时社会的意义表达。文中的图不仅反映了两宋时期的历

史风貌，也反映了宋人的审美观。

3. 系列插图

此外如《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日本东京艺术

大学、大谷大学、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见图3）由临

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于南宋嘉定三年（1210

年）刊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插图组画的代表作［22］。该

书共有54幅绘图，为连环画式叙事，表现了善财童子经

文殊菩萨指点，前往53处高僧和菩萨参拜和请教的故事，

最后一幅为佛国禅师指点的图，形式上有上图下文或者

左图右文，配有七言赞诗（图赞，即一种文体，图上配

诗），版面安排规则而有条理。所配插图画面丰富完整，

图画的视角多为远景和俯视，有主体人物、有背景，以

图 5. �《新定三礼图》插图，图片来
源：上海图书馆

细腻的笔触反映了佛教思想和南宋的风俗，又含有教化

功能，可谓通俗易懂。其中的童子形象变化多端，虽然

并不精致，但具有写实风格。建筑、风景都具有中国画

写意的风格。该书的这种插图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连环画

的早期形式，一个统一的主角形象连续多个场景出现，

极具故事性和场景感。《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也以

上图下文的形式为主。这种上图下文的形式一直延续到

明清绣像小说和民国时期的连环画。这些图是超越现实

的想象表达，连接了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是对文字的

再阐释和再生发。

4. 上图下文

对单幅页面而言，宋版书中配有插图的比较典型的

形式是上图下文，比如南宋嘉定年间刊本《天竺灵签》

（图4），从第五签到第九十二签，每签右侧为书名和签

名顺序，上图下文，图签呈现其内容意义，下面文字为

五言绝句式签语和其含义解释，图文之间以横线分割，

版面非常清晰、规律。签语、图、诗歌和正文一同构成

了图文彼此呼应，实现从意义抽象到图像具象再到文字

抽象表达的过程。后世，这种形式在明代的戏曲插图书

籍中也大量应用，并延续到连环画的书籍版式传统中。

5. 以文释图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由镇江府学刊刻的《新

定三礼图》（图5），由宋聂崇义集注。所谓三礼图，即

为《仪礼》《礼记》《周礼》宫室、舆服等物之图，是

流传至今解释中国古代礼制附有图像较早的文献，插图

共有三百八十余幅，分散于文字之中，形式非常多样，

有一页一图、一页多图，也有两图并列或者竖列的形式，

随内容而变化。图有图注，文是对图的具体阐释。图起

到了解释文字、具象意义表达，并确立标准的作用。如

图6呈现古代不同图形的女性官服，文图之间构成了图解

关系和图像示范关系，对后世具有参考意义。

6. 曼陀罗形式

《大随求陀罗尼轮曼陀罗》印制于北宋太平兴国五

年（公元980年）（图6），其中插图可谓是一幅精美的

艺术品，以外方内圆为整体构图，四周有花框，圆形法

轮偏上居中，中心坐手执法器的八臂菩萨，四周环绕

图 3.�《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
现藏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图片
来源：《遇见宋版书》

［21］ �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中国国

际广播出版社，2010，第97页。

［22］ �刘耀：《中国古代佛教传播过程中佛

经 插 图 变 化》，《 现 代 商 贸 工 业》

2016年第12期，第68—70页。

图 6. �《大随求陀罗尼轮曼陀罗》，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 980
年），现藏于苏州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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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

1980，第609页。

［28］ �《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三朝训 鉴图十

卷》。转引自邓小南《书画材料与宋代

政治史研究》，《美术研究》2012年第3

期，第12—21页。

［29］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画继》，浙

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第171页。

［30］ �参见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转

引自邓小南《书画材料与宋代政治史

研究》，《美术研究》2012年第3期，

第12—21页。

［31］ �刘道醇：《宋朝名画评》，“第二门

山水林木门”“第三门蕃马走兽门”，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页。

十九层梵文佛经。法轮周围和画框中绘有佛教吉祥图案，

下方还有方框，内有题记，文字和图形相得益彰［23］。

（二）图文关系的功能逻辑

上文在提到宋版书图文关系的视觉结构时，也对图

与文的作用做了简单陈述，包括再现文字、补充文字、

超越文字，以及建立标准化体系的作用。尽管宋代文献

中对图文关系的论述并不系统，但是仍可以找到一些相

关文献。前述郑樵的《通志》有提到“图谱”，也对图

的作用做了阐明，宋人对于图文关系中图的作用仍有不

少精辟的叙述，简述如下：

1. 文象推合

如前所述，《新定三礼图》插图线条清晰，器物、

服饰造型工整，人物形象雍容端庄。全书插图分为冕

服图、后服图、冠冕图、宫室图、投壶图、射侯图、

弓矢图、旌旗图、玉瑞图、祭玉图、匏爵图、鼎俎图、

尊彝图、丧服图、袭敛图、丧器图十六类。图书与文

字相得益彰，图在左，文字在右，或者穿插在文字右

上方，并配有大字图说。此书也是版刻插图走出宗教

宣传品，转入经世致用的早期例证。宋人窦严在该书

的《序》中写道：“文象推合，略无差较；作程立制，

昭示无穷”［24］，说明该书对图像的重视，图说和图像

相互参照，是了解古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参考，只是宋代

诸儒对该书插图有不少批评意见，如沈括、欧阳修、赵彦

卫、林光朝都曾讥讽其不够准确，以意为之，“穀璧画

穀，蒲璧画蒲，皆以意为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带上胯上

粟文”（《三礼图集注》提要）［25］。由此可见宋人对图

像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要求。

文象推合中的象，在中国文化里含义丰富，既包含

物的外在形象，也包含对物的本源的追求。中国古人很

早就提出了“观物取象”的说法，《周易·系辞下》有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6］（古代的

包牺氏，也就是远古的神话人物伏羲，三皇五帝之一，

抬头仰望天空中的天象，俯身观察形成地形的法则，观

看飞鸟、走兽身上的华丽的纹饰，以及与地情相适宜的

种种动物、植物，在近处则从身体上取其象征，在远处

则从各类事物中取其象征，于是创立了八卦，用来会通

神明的美德，用来归类天下万物的情态），前半句给出

了卦的来源，后半句给出了其目的所在。圣人对《易》

象的创造，是在认识角度的创造，不仅是模拟外界物象

的外表，而且深究万物的内在规律，不仅是孤立地观察，

而是多角度地仰观、俯察，是对宇宙万物的观察、分析、

综合后画出八类符号，代表八类物质。东汉许慎在《说

文解字》的序言中就引用这段文字，以说明中国文字的

诞生。在观物取象同时，《周易系辞上》中还提出了“制

器尚象”的理念，无论是观物，还是制器，都是对象的

再现，不仅是其表象，也是其意象和本质。汉代王弼就

曾在为《周易》作注时指出，“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

观意”［27］。与诺斯的五种图文关系不同，文象推合具有

更加丰富的含义，既有互相印证的含义，又有彼此关联

的逻辑关系，还包含了读者基于图文关系的主观能动性，

反映了中国人主客统一的认知心理。

2. 无不具备

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中，提到北宋的《三

朝训鉴图》“卷为一册，凡十事，事为一图，饰以青

赤……”［28］该书由北宋画家高克明绘图、配文，其人物

“一寸多高，而宫殿山川、仪仗器物无不具备”。宋代

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29］中也曾提及该书。

“皇祐初元，上敕待诏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

人物才及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命学

士李淑等编次序赞之，凡一百事，为十卷，名《三朝训

鉴图》。图成，复令传模镂版印染，颁赐大臣及近上宗

室。”［30］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本书的目的是通过

对历朝历代有德行的事情做叙述、描绘，以作为当时皇

帝、大臣、宗室的学习用书。而且当时的书籍编辑设计

中已经有画家的参与，对插图有极高的艺术要求。高克

明是北宋仁宗朝著名的山水画家，任图画院待诏，其绘

画成就在当时已得到公认。他的画作在《宋朝名画评》

中被列为妙品第一，有着“神游物外，景造笔下”的说

法［31］。从这个角度看，两宋绘画极高的造诣水平也影响

了当时的书籍装帧。

［23］ �薛冰：《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插图本》，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21+114页。

［24］ �聂 崇 义：《 新 定 三 礼 图》， 清 康 熙

十二年通志堂刊，1673，第4页。

［25］ �王锷：《左图右书，学而有功——读

〈新定三礼图〉》，《中华读书报》

2022年11月16日，第10版。

［26］ �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中华

书局，2019，第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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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子集各类图书中都有不少插图本，可以按图索

骥，比如南宋印本《东家杂记》（北宋衢州刊、南宋中叶

补版，单面图，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崇宁二年（公元

1103年）的《营造法式》、宋徽宗时印制的《宣和博古图

录》、方志类的《咸淳临安志》、医书类的《经史证类备

急本草》（公元1108年）、科技类的《农经》其插图都具

有实用价值。以《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例，该书由北宋

医药学家唐慎微撰写，一共31卷，记录了1748种不同的药

物，其中900种绘制了插图。该书于1108年以朝廷名义刊印，

又于政和六年（1116年）重新校勘，更名为《政和新修经史

证类备急本草》印制。该书收集整理引用了大量典籍，特别

是《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的文字，并兼有作者本人收

集整理的药方，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层次分明，体例严

谨，在中国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苏颂

在序言中说，“昔唐永徽中，删定本草之外，复有图经相

辅而行，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同异”，［32］说明了图

在本草类书中的重要性。

（三）图文关系的价值逻辑

两宋的书籍图像除了再现并补充文字外，也体现了

当时的社会文化和社会观念，同时起着引导社会价值的

作用。这在宋代图书《梅花喜神谱》的出版与传播中得

到印证。

南宋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是宋代木刻版画画谱

的孤本，也是宋代插图书籍的一个典型代表。作者宋伯

仁是南宋苕川（今天的浙江湖州）人，曾在绍定中为泰

州盐场监督盐课，善画梅。现存双桂堂本为浙刻本，原

刊于嘉熙初年（公元1238年），现存本重刊于景定二年

（公元1261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所谓“喜神”，

是宋元时对画像的称法，《梅花喜神谱》就是对梅花各

种形态写生的图谱，同时配以五言绝句，供文人清赏切

磋，交游唱和，是为了“以图摹之，以声和之”。据《中

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33］介绍，该书以白描版画形式

展现了梅花由蓓蕾到就实过程中的近百种形态，分别是

“蓓蕾”四枝、“小蕊”十六枝、“大蕊”八枝、“大

开”十四枝、“烂漫”二十八枝、“欲谢”十六枝、“就

实”六枝等共一百幅图，按花开花落的顺序编排、具体

形态的描绘、名目的命名上都实践了当时画梅高手释仲

仁、扬补之的创作法则。每图都有题名，同时还配有五

言诗一首。作者对梅花形态的命名也颇具观物取象的特

点，比如“孩儿面”“樱桃”“老人星”“蹙眉”等等。

其诗歌偏打油诗一类，通俗易懂。比如“蹙眉”中的五

言诗“西施无限愁，后人何必效，只好笑呵呵，不抢红妆

帽。”［34］颇有一些人生的哲理蕴含在其中。关于《梅花

喜神谱》的研究，在文学方面，有从题画诗的角度进行的

研究；在教育史方面，有从现存最早美术教育课本的角度

进行的研究。德国的彼得·魏德哈格（Peter Wiedehage）

著有《中国宋代华佳宋伯仁〈梅花喜神谱〉》博士论文。

苏梅从工艺美术与文人意趣的关系角度分析，考证了文人

对梅花的挚爱赏玩与宋代工艺美术高度发展，共同成就了

该书的诞生［35］。根据《墨梅》的研究，我们今天所知道

的绵延不断的梅花传统就形成于中国的宋代［36］。从林逋

到陆游的诗词，从禅僧仲仁到扬补之的水墨梅花，宋人

逐渐形成了梅花的诗意化表达，并赋予了梅花人格化的

精神象征意义，梅花所代表的清疏、孤寒、朴素、淡雅

与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美学追求有着异质同构的对应性。

从图文关系角度看，《梅花喜神谱》有不少启示意

义，书中图像与标题相匹配，对梅花的形态准确描摹，

并在配图的诗歌中发展成为隐喻（见图7）。刊印的线分

隔了页面，通过将组成部分各归其位而彼此分隔开来。

图像、标题和诗歌形成了共享的意象与比喻体系，通过

典故表达历史意识，一同表征了共同的赏析语言。这种

标题、图画、诗歌条理分明的版面安排方式也极具规则

性，在书籍中也很有开创性意义。凭借版面元素、版面

秩序和梅花所蕴含的情感表达和精神象征相结合，《梅

花喜神谱》成为宋版书的代表，也对后世梅花主题在书

籍和绘画中的反复呈现起到引导作用。

三、结语

两宋书籍的插图是当时的文化和特定社会的反映。从

官修的书籍到民间书籍，它的视觉表现呼应着当时朝廷、

士人和民间不同品味。无论是佛经中的扉页画、医书中的

图 7. �《梅花喜神谱》，现藏于上海
博物馆

［34］ �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二卷》，清嘉庆

时期阮元进呈影钞宋景定本，第34页。

［35］ �苏梅：《宋代文人意趣与工艺美术关

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第219页。

［36］ �毕嘉珍：《墨梅》，陆敏珍译，江苏

人民出版社，2012，第31页。

［32］ �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

草·卷一》，四部丛刊景金泰和晦明

轩本，第3页。

［33］ �《唐宋编·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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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描摹，还是画谱中的图文互喻，抑或通过图像呈现故

事的意义表达，都包含着宋人的价值观和秩序观。

“在古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观’既可以指主体

以视觉和身体为中心的观看和体察行为，又可以指从这

种行为转化而来的对精神世界的反省行为，视觉性的主

体行动由此转化为精神性的思想行动。”［37］在思想观念

上，两宋学者不断将儒学深入发展，融合佛教、道教和

儒家学说，或将宇宙本体与人生伦理相衔接，或在本体

论与认识论之间建立联系，在多元的思想中不断整合，

形成了理学思想。比如北宋理学家邵雍就提出“夫所以

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

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观物内篇·第十二

篇》）［38］。观书，不仅是眼观，也是理观、心观。从两

宋书籍的图文关系来看，宋代书籍从视觉结构、功能和

价值上反映了宋人从眼观到心观的认知过程。

两宋的书籍插图呈现了如下特征：1.在图文关系的视

觉结构上，已经形成了形式多样的样式，特别是上图下

文的图文形式奠定了中国古代书籍的版式传统。2.在图文

关系的功能逻辑上，强调文象推合、物图其形、无不具

备。3.在图文关系的价值逻辑上，书籍插图更多是对真实

世界的再现、模拟，也开始有了象征寓意的表达。

著名当代书籍设计师吕敬人认为，宋版书严谨，其

排版、布局注重秩序化，宋版书对用材、工艺讲究，装

帧既精湛又有灵气。宋版书的美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是字体，宋代刻书的字体由楷书转换成宋体，更适

合阅读和刻制，是汉字的一场革命；第二是排版，当时

对布局空间的陈设、文字疏密的安排及线框的使用，都

有一套严格的规定；第三是印刷，当时印刷工艺已经较

为成熟，印刷时使用的纸、墨都经过了精挑细选，像纸

的柔软度、吸墨度都非常严格；第四是书籍造型，宋人

喜欢用绢、纺、丝、绸做书衣，素雅美观。［39］

宋代书籍符合中国传统设计思维中“天有时，地有

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理

念。宋代书籍用纸精良、用墨细致、刻版工序严格、形制

简朴大方、版式中正、追求气韵生动。宋版书在设计符号

上出现了鱼尾、象鼻、牌记、边框、行格等确认版式标准

的部分；在视像结构上，符合中国设计思维中米字格以及汉字方正的构图；在图文关系上，借

鉴了中国山水画严谨而具有气韵的表达方法；在情感表达上，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形成了内

敛而典雅的气质；在观念上，反映了宋代理学“观之以理”“心物化一”的思维理念。

两宋书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它承前启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

中，其所表征的认知方式和视觉体验是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和中国书籍装帧设计的重要部分。

其呈现的图文关系对中国早期连环画的雏型形成了深远影响，这种上图下文的形式一直延续

到明清绣像小说和民国时期连环画；其设计符号的运用、版式的形成、字体的选择，轻重缓

急关系的表达，其从视觉逻辑到功能逻辑到价值逻辑的呈现过程也值得我们今天的媒体探索

和思考。

［37］ �王怀义：《近现代时期“观物取象”

内涵之转折》，《文学评论》2018年

第4期，第179-187页。“观”在《新

华字典》有三个解释，一为看，如观

赏；二为看到的样子，如外观；三为

看法和认识，如人生观。

［38］ �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

第49+152页。

［39］ �吕敬人：《承其魂拓其体：留住传统

书 籍 阅 读 温 和 的 回 声》，《 装 饰》

2008年第4期，第8—10页。


